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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条件价值评估法（CVM）被认为是能有效评估非使用价值的唯一手段，我国 CVM研究的落后以及国民对世界遗产认知差距等问题，导致国内 CVM在世界遗产价值评估实证研究方面仍然存在许多问题。阐明 CVM方法内涵以及发展过程，全面系统地梳理CVM在国内外遗产价值评估的研究范围，分析CVM应用于遗产价值评估中存在的因认知而导致研究的局限性以及方法可能导致的各类偏差，并提出相应解决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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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ditional value evaluation method (CVM) is considered to be the only way to evaluate the non-use value effectively. The backward study of CVM in China and the gap in the cognition of the people to the World Heritage, etc. as a result,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in the empirical study of World Heritage valuation by domestic CVM.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connotation and development process of CVM method, comprehensively and systematically combs the research scope of CVM in the evaluation of heritage value at home and abroad， analyzes the limitations of cognitive research in the application of CVM to the evaluation of heritage value and the possible deviations caused by the methods, and puts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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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遗产保护是维持全球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所需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1]。世界遗产价值评估是其中的基础性工作，其执行可为世界遗产保护、开发以及决策提供依据，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遗产资源的价值分为使用价值和非使用价值，其中，使用价值是直接从遗产地的设施以及服务所获取的价值；非使用价值则是遗产间接的、精神的、抽象的价值，包括选择价值（option value）、存在价值（existence value）以及馈赠价值（bequest value）[2]。遗产价值评估方法主要包括成本核算法、市场价值法、替代市场法、假设市场法等，其中对非使用价值的评估通常采用假设市场法，并通过利用条件价值评估法来具体实施。经过50多年的发展，条件价值评估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CVM）已逐渐成为国外对公共物品或服务非市场价值评估最为广泛的评估方法[3]。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开始逐渐重视CVM在世界遗产价值评估领域的研究，但由于引入时间较短，CVM对遗产价值评估结果的可靠程度以及有效程度仍受到广泛的置疑。因此，如何提高 CVM在世界遗产价值评估领域的精确性、规范调查环节中的科学性以及减小调查结果偏差成为 CVM为世界遗产保护管理提供决策依据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从 CVM的内涵及其在国内外的发展历程出发，首先梳理了国内外 CVM在世界遗产价值评估领域的研究范围及其进展，接着探讨了在世界遗产价值评估中存在的因认知所导致局限性以及可能存在的各种偏差，并据此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法，以期为CVM在世界遗产价值评估研究领域的准确性和有效性提供思路。
1 CVM的内涵及其发展
1.1 CVM的内涵
作为20世纪后半叶资源与环境经济学领域的主要成果之一，条件价值评估法（CVM）又称意愿调查评估法、假想评价法、权变评价法等，属于典型的陈述偏好型评估法[4]。CVM以消费者效用恒定的福利经济学为基础，在假想的市场情况下，采用效用最大化原理，通过直接调查和询问人们对环境改善的支付意愿（willingness to pay，WTP）以及对于环境破坏的受偿意愿（willingness to accept，WTA），通过个人的WTP或WTA计算资源总的WTP或WTA值，以此来表达评估环境资源价值[5]。国外经济学家认为，只有人们的支付意愿才能表达没有市场价格的公共物品的全部效用[6]。与市场价值法和替代市场价值法不同，CVM就是基于受访者的对公共物品的支付意愿（WTP）以及受偿意愿（WTA），不是可观察或是可以预设到的市场行为，是依赖新古典经济学并应用希克斯（Hicks）消费者剩余理论，根据环境资源状态变化产生的福利变化而对公共物品的价值进行估价[7]。
1.2 CVM在国内外的发展
1947年，加利福尼亚大学经济学家Ciriacy-Wantrup[8]首次提出可以通过调查居民对公共物品支付意愿从而来评价这些效益。1963年，Davis[9]首次利用CVM评估了美国缅因州一处林地游憩价值。自Davis的首次实践后，CVM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围不断扩大，从开始的环境物品及设施的评估，到供水、公共卫生、旅游、游憩以及国家公园评估，又扩展到地表水水质、生物多样性、健康风险、自然区域保护等方面，CVM逐渐成为西方国家非使用价值评价的主流方法，并在1986年被美国内政部推荐为测量自然资源和环境存在价值和遗产价值的基本方法[10-11]。50余年来，CVM在西方国家得到广泛运用，截至1995年，已有40多个国家开展了近2 000多项的相关研究，其中公开发表的文献就多达1 600余项[12]；而据加州大学统计，20世纪90年代以来CVM评估相关文献达500多篇[13]。
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对CVM的研究相对滞后，最初主要应用于供水与公共卫生两个领域。我国于20世纪90年代引入CVM，最早是2000年薛元达[14]利用CVM对长白山生物多样性保护价值的研究。进入21世纪后，国内采用CVM研究评估环境资源的案例逐渐增加，并逐渐地应用于生态系统价值、旅游价值、野生动物保护等各个方面[15-19]。
2 CVM在世界遗产价值评估领域的研究进展
2.1 研究范围
2.1.1 国外研究进展
国外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对遗产资源价值及生态保护、遗产保护资金筹措及门票制定以及遗产地可持续发展研究及其保护措施的制定这三个方面。
  (1) 遗产资源价值及生态保护。Turpie [20]运用CVM对南非开普植物生态保护区的凡波斯群落的存在价值进行了评估，调查了人们对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支付意愿，以及由于气候因素导致生物多样性破坏人们的支付意愿，结论显示，人们的支付意愿受制于其兴趣、知识以及收入水平的影响，并得出由于生物多样性遭受破坏比物种多样性减少更能使受访者感受到绝对损失，从而意识到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性，因此得出前者指标能更好地评估生物多样性的存在价值Bostedt等人[21]利用CVM研究了处于瑞典北部北极圈地区的萨米人驯鹿养殖产业的文化遗产价值，并结合动态增长模型和社会核算矩阵，说明当地居民收入增加以及自然和文化资源的净变量可作为当地制定福利决策的依据。
(2)遗产保护资金筹措及门票制定。Kim等人[22]通过评估昌德宫的使用价值，得出了世界遗产对使用者或游客的经济价值超过其货币效益的结论，因此为提高参观该遗产的门票提供了依据。Sarunwit等人[23]利用CVM结合Tobit模型，研究了对大城府遗址防范洪水保护有支付意愿的游客的特征，结果显示，游客的捐赠意愿取决于游客的社会经济特征，同时游客对历史及美学价值的观念将影响他们的WTP值，而捐款可作为一种额外的资金资助来实现大城府遗址的结构和非结构性洪水防范。吉田谦太郎[24]选取日本4个世界自然遗产地（屋久岛、白神山、知床以及小笠原诸岛）以及富士山文化遗产地，采用CVM并结合多边多重问题（multichotomous question）研究了世界遗产地的入场费，结果显示，现场筹款是一个具有前瞻性的遗产保护措施，与此同时筹措野生动植物的保护费比筹措游客及设施管理费用更能得到受访者的支持与赞赏。Baral等人[25]对尼泊尔萨加玛塔的经济价值进行了评估，认为WTP的精确性正逐渐成为实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并认为进行遗产地游客的支付意愿评估可为提高遗产地门票提供相关的依据。
(3) 遗产地可持续发展研究以及保护措施的制定。Soeroso等人[26]利用CVM通过构建虚拟市场，对婆罗浮屠地区遗址经济效益的比较值进行研究，进而选择遗产保护管理区，以避免该区域的环境遭到破坏，结论得出对：世界遗产地区的管理愿景是需要实现从最初的专注于短期利润到长期的保护与教育之间进行蜕变。Gurira等人[27]指出遗产保护和旅游业发展应建立一种共生关系以实现遗产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因而采用CVM评估了是否有足够的资金投入保护大津巴布韦遗址的突出普遍价值，结果显示，过去运用于大津巴布韦遗址的保护管理规划在微观环境下对维持遗址旅游开发与保护之间的平衡并不适用，并指出只有对遗产存在环境作出反应的保护管理规划才能够实现遗产地发展与保护之间的平衡，从而实现遗产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以及维护遗产地的突出普遍价值。
通过对国外典型案列进行梳理分析(如表1)可看出，国外大多数案例以CVM为科学的评估手段，基于大量的样本并结合相关模型对遗产地的使用或非使用价值进行评估，不仅分析了影响消费者意愿的相关因素，还研究了遗产保护与管理的相关措施，为遗产地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表1 国外CVM应用于遗产价值评估的典型案例
	遗产名
	遗产类型
	研究内容
	模型
	样本量/份
	是否预调查
	评估价值
	  文献及发表年份

	开普植物生态保护区
	自然遗产
	生物多样性社会价值
	单因素二元响应模型
	不明
	是
	1 500万美元
	[20] 2003

	拉普人区域
	自然及文化遗产
	遗产存在价值
	Spike模型
	1 200
	是
	62～112百万美元
	[21] 2010

	昌德宫
	文化遗产
	遗产使用价值
	Logit模型
	不明
	是
	线性Logit模型：193万美元；对数Logit模型：201万美元
	[22] 2007

	大城府遗址
	文化遗产
	遗产存在价值
	Tobit模型
	128
	否
	5.4美元/（人·次）
	[23] 2012

	日本四个自然遗产及
一个文化遗产
	自然及文化遗产
	遗产存在价值
	Logit模型
	420
	是
	1 125～1 569日元/（人·次）
	[24] 2015

	萨加玛塔国家公园
	自然遗产
	遗产经济价值
	Logit模型
	522
	是
	56万6 619美元
	[25] 2017

	婆罗浮屠寺庙群
	文化遗产
	遗产经济价值
	Probit模型
	200
	是
	42亿美元
	[26] 2010

	大津巴布韦遗址
	文化遗产
	遗产经济价值
	Logit模型
	不明
	是
	23美元/人
	[27] 2016



2.1.2 国内研究进展
(1) 休憩娱乐价值。“适应性再利用”这一新型保护理念的出现使得遗产保护不再拘泥于严格、传统的教条式保存，而是转向于在保护遗产的同时重视遗产保护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也就是世界遗产旅游业的发展使世界遗产由一件艺术品逐渐转化为自然社会经济系统下的一件复合产品，使遗产的保护由静态向动态进行转变。对世界遗产的休憩娱乐价值进行评估，有助于了解人们对遗产的认知程度以及遗产地旅游发展状况，从而为遗产地的有效保护或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和管理依据。目前，国内已有许多学者利用CVM对世界遗产休憩娱乐价值进行评估，例如：郭建英等[28]利用CVM评估了2002年敦煌旅游资源的非使用价值，发现被访者的社会经济特征、偏好以及认知的不同将影响WTP以及其值；邴振华等[29]以景观游憩为视角，采用参与式制图与CVM相结合的方法完成了游客对游憩服务的感知评价以及支付意愿调研，实现了游憩价值空间分异研究，为九寨沟自然保护区的具体监控管理提供依据。
(2)生态系统价值。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是指，生态系统与生态过程所形成及所维持的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条件和效用[30]。对遗产的生态系统功能进行评估是遗产价值评估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遗产地环境的保护和经济发展等各个方面都有十分重要的影响，而评估结论将是遗产地实行可持续发展决策的重要依据。俞玥等[31]利用CVM分析了新疆天池湿地永续保护的支付意愿，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非使用价值进行估算，并提出了其分析结果可为自然资源与环境保护的决策提供一个框架。戴小廷等[32]利用CVM，通过询问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和武夷山市300名常住居民的支付意愿，结合Logit回归模型对影响居民支付意愿的因素进行分析，研究了当地居民对武夷山国家自然保护区森林生态系统的了解程度、关注程度、环境保护参与态度等，认为政府在保护区的保护工作中，应在提高保护力度以及当地居民对保护区的教育水平及参与度的同时，要处理好保护与当地居民经济发展之间的冲突。余长勇[33]利用CVM对广东丹霞山遗产地公益林的非使用价值进行了评估，并对影响被访者支付意愿的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影响支付意愿的因素为收入、受教育程度、是否了解公益林、对政府的信任度、是否关注环境问题、公益林保护建设对改善城市生态环境6个方面，且它们与支付意愿呈正相关关系。
(3)生物多样性价值。生物多样性对保持生态平衡以及保护生态环境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是维持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以及环境条件。某些世界遗产地也因其优越的自然条件以及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键及热点地区。宋磊[34]采用CVM分析研究了人们为确保泰山生物多样性永续存在的支付意愿，结论得出泰山森林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的非使用价值为每年34亿元。王睿[35]通过利用 CVM向包括我国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澳大利亚、荷兰、日本等12个国家的范围发放问卷，对大熊猫栖息地生物多样性的非使用价值进行评估，并对影响支付意愿的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发现，地域、偏好以及对大熊猫了解和喜爱程度影响了被访者的支付意愿。
本研究梳理了我国基于CVM的遗产价值评估典型案例(如表2)，通过与国外的相关研究作对比，由于CVM最初是用于环境物品的价值评估，因此国内较多套用以往的经验对自然遗产的相关价值进行评估，较少对文化遗产有所研究，而国外基于CVM的文化遗产价值研究则相对成熟；此外，国内的研究内容、经济计量模型较为简单且单一，更多的是通过CVM估算相关价值并分析影响受访者支付意愿的相关因素，较少研究遗产的保护以及相关政策的制定。因此，国内CVM用于遗产价值评估的研究仍处于一个理论探索的阶段，距离利用CVM为遗产的保护提供相应的政策支撑还有较大的距离。
表2 国内CVM应用于遗产价值评估的典型案例
	遗产名称
	遗产类型
	研究内容
	模型
	有效问卷/份
	是否预调查
	评估价值
	文献及发表年份

	敦煌
	文化遗产
	旅游资源非使用价值
	一般数理统计
	488
	否
	1 200万元
	[28] 2005

	九寨沟
	自然遗产
	遗产游憩价值
	一般数理统计
	614
	否
	9.4亿元
	[29] 2016

	天池
	自然遗产
	非使用价值
	Logit模型
	412
	是
	0.5亿元
	[31] 2012

	武夷山
	双遗产
	森林资源价值
	Logit模型
	300
	是
	33.96元/人
	[32] 2014

	丹霞山
	自然遗产
	生态效益非使用价值
	Spike模型
	476
	否
	1.57亿元
	[33] 2013

	泰山
	双遗产
	生物多样性非使用价值
	一般数理统计
	570
	否
	34.02亿元
	[34] 2004

	大熊猫栖息地
	自然遗产
	非使用价值
	Logit模型
	632
	否
	95.17亿元
	[35] 2008



2.2 问题与解决方法
一些关于CVM对世界遗产价值评估的相关研究也显示了CVM在世界遗产价值评估领域所存在的一些问题。
2.2.1 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价值评估的差异性及文化遗产价值评估局限性
环境经济学认为，公共物品或服务的价值由使用价值和非使用价值构成，而其中非使用价值占据相当大的比重[36]。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由于各自不同的资源属性，导致其在价值的体现也有差异：两者的使用价值均是参与经济活动时所获得的总效用；对于非使用价值，自然遗产主要针对遗产地环境保护所带来的各种潜在效用，而文化遗产则更加注重对文化的保护以及传承所带来的各种潜在效用。因此，相对于自然遗产，文化遗产价值的评价涉及历史、经济、文化、经济、管理模式、国民偏好等各方面，其内涵更具复杂性[37]。王龙娟[38]利用CVM分别对云南石林和丽江古城的旅游价值进行了评估，通过对比两地游客的支付意愿以及影响因素的差别，分析了人们对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的认知情况，并探讨了CVM评估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的差异及其在文化旅游价值评估方面的适用性，研究结果表明，CVM评估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存在系统性差异，包括调查过程差异、调查结果差异以及WTP值影响因素的差异；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来源于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资源属性的差异，且人们对自然遗产的认知程度要高于对文化遗产的认知程度。早在1996年， Pagiola[39]就指出由于认知程度较低，文化遗产价值评估的结果也明显较低。此外，遗产地知名度、影响力以及游客偏好也将影响文化遗产地价值评估结果[40]。
经过长期的理论研究与实践经验，CVM在评估自然环境资源价值方面已逐渐成熟，在国际上也得到了广泛的运用，逐渐推广实施到世界自然遗产的价值评估中，并被认为是评估文化遗产价值的最佳方法[41]，但在实际运用到文化遗产价值评估中时，仍存在局限性。崔卫华等[37]从理论方面研究了CVM在文化遗产资源价值评估中存在的问题，得出WTP值的准确性和科学性受人们对文化遗产的认知、受访对象的选择以及人们对文化遗产保护所带来“无形”福利的感知。因此，CVM在文化遗产价值领域上的评估，首先要充分考虑我国国情以及文化遗产的特殊性，从选择指标与引导技术，到明确评价对象、确定调查方式与样本量，再到进行预调查和现场实地调查，每个环节都需要精心设计和严谨实施，这样才能够提高结果的有效性。
2.2.2 CVM偏差分析及信度、效度检验
CVM因其强大的数据获取能力，使得它于20世纪70年代起就广泛被用于各种公共物品及相关政策的效益评估之中，但由于CVM的市场具有假想性，研究人员在研究过程中并没有对真实的市场进行观察，同时也并没有通过要求以现金的方式来表征其真实的支付或受偿意愿以验证其有效需求，因此在利用CVM进行价值评估时存在各种偏差，使得CVM缺乏可信度和有效性，其结果的精确性也成为学术界广泛争议的焦点，对CVM的研究也从实例研究向各种偏差研究分析与信度和效度检验[42]。
(1) 指标选择差异。CVM对个人对公共物品或服务的偏好引导具有WTP以及WTA两种指标。对于同一公共物品或服务之间，由于不正确的引导程序或者评估过程没有足够的诱导动机导致受访者没有说实话，因此WTP和WTA之间往往存在显著的不对称性，且往往WTA值比WTP值大很多；由此，选取不同的评估尺度指标会对遗产价值评估结果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到遗产保护和管理相关政策的制定。
(2) 引导技术偏差。引导技术的选择将影响评估的结果。张茵等[43]选择了通过对支付卡法和双边界二分法进行改进的支付卡梯级法和1.5边界二分法，分别对九寨沟的游憩价值进行了评估，结果发现，不同的引导技术将得到有差异的估值结果。因此，选择客观、恰当的CVM引导技术并选择相应的数据计算模型，将有利于避免方法本身的偏差以及研究实施过程中的偏差[44]。
(3) 信度与效度检验。对CVM结果可信度和有效度的检验将有利于CVM研究结果中各种偏差和误差的降低，从而提高CVM价值评估的准确性。国际上对CVM研究的趋势已逐渐由案例研究到信度、效度研究方向转变。相比之下，国内在世界遗产价值评估领域，虽然有如董雪旺等[45]在对九寨沟世界自然遗产地研究结果进行了再测信度、内容效度和收敛效度的检验，结果表明该研究的信度较高而效度不高，属于系统误差；国常宁等[46]通过研究发现，改善研究结果的有效性将有利于减小研究过程中所产生的偏差；许丽忠等[47]在对武夷山旅游资源的非使用价值进行评价时进行了可靠性检验的探讨；但总体来说，国内相关研究还十分稀少。
因此，要想减小CVM在遗产价值评估的误差，需要充分考虑研究的类型以及特点，选择恰当的评估指标以及引导技术；此外，应加强对CVM信度、效度的研究，改善CVM的有效性和可靠性，提高评估结果的准确性。
3  结论与讨论
(1) CVM作为环境和服务非使用价值评估的唯一方法，近年来在我国关于世界遗产价值评估领域的研究成果不断增多，这些研究成果也为遗产地的保护管理以及旅游开发决策的制定提供了十分重要的依据。相关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对世界遗产的休憩娱乐、生态系统功能、生物多样性以及美学效益等的经济价值的评估，其中，由于发展旅游业已成为遗产地由静态保护转向动态保护的新形势，而被访者也容易理解游憩价值的含义并对访问作出较为准确的回答，因此CVM在遗产休憩娱乐价值评估的相关研究较多，研究结果也较为合理；而在评估遗产地的生态系统功能与生物多样性价值时，由于受访者受到自身收入以及对遗产价值认知等方面的影响，这部分价值的评估往往会产生较大的偏离，因而相关的研究也较少。
(2) 对于不同的遗产类型，其资源价值的构成有所不同。对于自然遗产，由于CVM应用于自然遗产的研究是由保护资源环境领域延伸而来，因此评价方法也较为成熟，利用CVM得出的评估结果也较为准确；对于文化遗产，由于其价值内涵更具复杂性、影响辐射范围更广，因而受到调查的受众人群的认知程度以及CVM操作等原因的严重影响，利用CVM对文化遗产进行福利改进的调查研究，往往会因为被访者对其认知的不准确而导致WTP远低于遗产的真实价值。因此，应充分考虑我国国情及文化遗产的特殊性，选择出合适、恰当的引导技术以及受访对象，是未来利用CVM在文化遗产价值评估领域研究的重点。
(3) CVM因其市场具有假设性，因而本身存在一些误差，CVM偏差分析是CVM价值评估的重要研究内容，对偏差的规避主要表现在对指标的选择、引导技术的引进和计量模型的应用，以及效度和信度检验上。我国遗产价值评估领域中，在指标的选择上，大多数研究选择WTP。虽然WTP是国际上普遍采用的方法，但WTP易使人们依赖于政府的投入或产生“搭便车”的行为，从而低估遗产资源的价值[48]；对于引导技术和计量模型的应用，多数研究选择较为简单的支付卡引导方式以及简单的数理统计方法，而并非较为成熟的二分式与Logit或Tobit分析法；此外，仅有极少数的文献对CVM效度和信度进行检验。因此，寻求恰当的指标、选择合适引导技术和成熟的数据分析方法，以及加强对评估结果的信度和效度的研究，是未来遗产价值评估领域研究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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